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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人既已被认定负有“集体罪责”，“德国恐惧 

症”在欧洲国家蔓延。对此，战后“德国人民犯了什么错”在德国社会引起热议。但“铭记 

历史、吸取教训”深刻地影响了德国与奥地利的政治运作方式，尽管许多德国人和奥地利 

人也受到创伤，但却无法谈论。在20世纪5O年代，西德人与奥地利人仍然避免讨论希特 

勒，东德则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共产主义者，当年一直在与“法西斯主义者”作斗争。冷战 

结束与德国再统一之后，战后难民处理带来的负面影响逐渐消散，填充记忆、创造概念并 

解释过去，成为政治家利用历史赢得未来的关键。对于德国年轻人来说，希特勒已经属于 

遥远的过去。所有的中东欧国家在 2004年至2013年间陆续加入欧盟，再加上若干次政 

治和金融危机的影响，怀旧情绪已经消失。 

关键词 德国 奥地利 集体罪责 反省 

德国著名社会史学家莱因哈特·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出生于 1923年，是“战争世代” 

的一员。他在 2005年5月提到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记忆的一个问题 ：“虽然我们在欧洲拥有一段 

共同的历史，却没有共同的记忆，这一事实将会带来怎样的后果?”①“毫无疑问，对创伤性历史经历 

的叙述与记忆不仅是借助官方的历史政策传承下来，也在依靠家庭发挥作用，将这一切传给年轻一 

代。历史事件发生之时，老一代还是儿童，年轻一代尚未出生”。“家庭内部关系以及家庭成员共 

有的传统与刻板印象可以把记忆固定下来 ，从而使其成为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除了学术与政 

治利用，社会记忆代表了人们对当代史的认知与阐释的一个特有层面。② 

① Reinhart Koselleck，，t Der 8．Mai zwischen Erinnerung und Gesehichte，in：Reinhart Koselleck，Vom Sinn und Unsinn der 

Geschichte，hg．von Carsten Dutt(Berlin 2010)254—265．1987年 9月 3日，科塞雷克对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 ·梅耶尔(Christian 

Meier)在其著作《奥斯雏辛集中营四十年过后：今天的德国历史记· 》(40 Jahre nach Auschwitz Deutsche Geschicht~erinnerung heute) 

中提到的“德 国大屠杀的吏无前例性”表示赞同：“它的不可思议性既不能通过道德判断也不能借助社会学与经济学解释来弥 

补。”参见Patrick Bahners，”Dunkle Bfiefe der Liehtfreunde，in FrankfurterAllgemeine Zeitung，23 March 2016，N3。 

② Zden~k Beneg，”Foreword ，in Zden~k Beneg，V6clav Kural，Facing History．The evolution of Czech·German relations in the Czech 

provinces，1848—1948(Prague 2002)8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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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集体罪责”与“德国恐惧症”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晚在 1942年，盟军领导人已广泛接受集体责任的原则，尤其认定德 

国人负有“集体罪责”。1943年 11月 1日，罗斯福、丘吉尔与斯大林达成如下共识：“德军在各占领 

国犯下了残暴的罪行，所有牵涉到这些暴行的德国军官、士兵与纳粹党党员，都应当分别遣送至他 

们施加犯罪的国家，根据该国的法律接受审判并得到惩罚。”①随着纳粹针对犹太人、波兰人、俄罗 

斯人与塞尔维亚人的灭绝行动以及进一步的灭绝计划被公之于众，指向全体德国人的集体罪责这 
一 当代观念逐渐形成——如果哪个德国人没有参与过抵抗纳粹或是沦为纳粹牺牲者，此人就有罪 

责。由于罪行是以德国人民的名义犯下的，“德国恐惧症”在多数交战国几乎成为人们的普遍 

感受。 

1945年 3月，英国副首相克莱门特 ·艾德礼(Clement Attlee)在英国议会中发言道：“他们(德 

国人)跨越了旧的界线，因此我要说，他们不能向老欧洲求助。如果他们必须作出赔偿，他们是没 

有资格诉诸道德法律并请求他人宽恕的，因为他们 自己就一向蔑视道德法律，毫无同情怜悯 

之心。”② 

毫不奇怪 ，“德国恐惧症”在苏联达到了顶峰。没有一个国家遭受过那样大的破坏，失去了那 

么多生命。官方宣传如同火上浇油，轻而易举地加深了苏联人对德国人的仇恨。一个充满恨意的 

苏联作家伊利亚 ·爱伦堡(Ilya Ehrenburg)以纳粹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风格煽动道：“德国人不是 

人⋯⋯从现在开始，德国人这个词就意味着枪声。我们不应该说话。我们就应该杀死他们。如果 

在一天的时间里你没有杀死一个德国人，你就浪费了这一天。⋯⋯如果你不杀死这个德国人，他就 

会杀死你。⋯⋯如果你所处的前线很宁静，而你正在等待战斗，那就在战斗开始前杀死一个德国 

人。如果你放过一个德国人 ，他就会杀死一个俄罗斯男人，强奸一个俄罗斯女人。如果你已经杀了 
一 个德国人，那就再杀一个。⋯⋯杀死德国人，你的祖国为你欢呼。”⑧ 

就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流亡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德国作家、诺贝尔奖得主托马斯 ·曼 

(Thomas Mann)也在 1945年 12月 30 13通过 BBC的广播节目“致德国听众”中表达了自己对德国 

人“可怕的集体民族罪责”的看法： 

有些人意识到，针对德国的仇恨已堆积如山，从此他们的世界变成了灰色；有些人在很久 

以前，在无数个不眠之夜想象着德国将会因为纳粹的不人道行为招致多么可怕的报复。他们 

无能为力，只能痛心地看着俄国人、波兰人或捷克人对德国人的所作所为。这些报复都是对一 

个民族以国家的名义犯下的罪行所作出的机械、不可避免的反应。不幸的是，针对个体的公平 

正义或是个体是否有罪，已经不作数了。④ 

① 起诉德国战犯的倡议最初由被德国占领的9个国家(比利时、法国、希腊、南斯拉夫、卢森堡、荷兰、挪威、波兰和捷克斯洛 

伐克)流亡政府代表发起。他们在 1942年 1月发表《圣詹姆斯 宣言》，要求起诉并处决战争罪犯。参见 Hamburger Institut fiir 

Sozialforsehung，Verbrechen der WehrmachL Dimensionen des Vernichtungskrieges 1941—1944．Ausstellungskatalog(Hamburg 2002)640f。 

② Alfred de Zayas，Nemes／s at Potsdam The Expulsion ofthe Germansfrom the East(London 1977)16． 

( Mari~i6，S e ，90． 

④ Ji Pegek，”The International Framework for the Transfer of the Sudeten Germans“，in：Bene~，Kural，Facing History．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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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德国知识分子对德国罪责问题的态度与同盟国对战犯的处置 

1946年，战争刚刚结束，德国海德堡大学教授卡尔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在其著作《德国 

的罪责问题》中谈到“德国人民犯了什么错?”他设定了四类罪责：刑事罪责、政治罪责、道德罪责与 

形而上学的罪责。雅斯贝尔斯在形而上学的罪责这一类别中发现了集体罪责的种子，但他只愿意 

谈论个人的罪责。汉娜 ·阿伦特(Hannah Arendt)在阿道夫 ·艾希曼(Adolf Eichmann)被处决三年 

后，在美国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发表了名为《论道德哲学的若干问题》演讲，提出“邪恶”的起源 

问题，并阐述了有关“平庸之恶”这一理论。然而，在耶路撒冷负责审判艾希曼的副检察官加布里 

尔 ·巴赫(Gabriel Bach)纠正了阿伦特。他认为，艾希曼有灭绝犹太人的“可怕动机”。如果人们 

阅读原历史学家约瑟夫 ·普菲茨纳(Josef Pfitzner)在担任布拉格副市长期间写下的13记，还有美国 

人对纳粹国务部部长、党卫军高级将领卡尔 ·赫尔曼 ·弗兰克(Karl Hermann Frank)的审讯记录， 

就可以了解纳粹政权在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保护国的日常工作。一方面，人们看到这些模范代理 

人以官僚主义的方式不加任何思考地履行着 自己的职责；另一方面，人们得以窥探这些人的世界 

观——以种族主义为基础，丧失政治道德，满脑子充斥着暴虐的妄想，蔑视一切形式的法治国家。 

这一切都不能反映出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些人抱有极端的虚无主义思想，缺乏是非观念， 

他们抛开一切约束，走上了杀人与自杀的道路。这种虚无主义压倒了一切记忆，最终使得加害者凌 

驾于法律之上。① 

1945年8月 8日，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四个主要盟国美、苏、英、法在伦敦签署《关于控诉 

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又名“《纽伦堡宪章》”)，制定了三个重要原则：第一，违反国际 

法的犯罪行为人应承担个人刑事责任，根据破坏和平罪、战争罪与反人道罪予以起诉；第二，确立反人 

道罪的概念；第三，认定反人道罪适用“普遍管辖原则”。由于美国希望进行真正的审判，所以盟国根 

据8月8日的协定，在德国的纽伦堡设立国际军事法庭，根据以下四条罪行，为那些德国领导人定罪： 

1．策划、准备、发动或实施侵略战争。2．参与上述战争的共同计划。以上两条罪行合称为破坏和平 

罪。3．战争罪：包括对被占领土上的平民实施谋杀、虐待或驱逐至劳改营进行强制劳动；谋杀或虐待 

战俘；杀害人质；劫掠公私财产，毁灭城镇乡村；或无军事之必要而进行破坏。4．反人道罪：这是一个 

新概念，即在战争开始前或战争期间，基于政治、种族或宗教背景，针对平民进行的各种非人道行为。 

美、苏、英、法四国通过针对主要战犯的国际军事法庭(1945年 11月 14日一1946年 10月 1 

日)一共起诉了24名被告人。② 他们不只是以个人名义被起诉，还隶属于以下组织机构：第三帝国 

① Konrad Humler，”Das Bfse schlechthin，in Neue Z~rcher Zeitung，27 July 2011；Gabriel Bach，”Wenn jemals einer die 

Todesstrafe verdient hat，dann Adolf Eichmann ，in Die Presse，27 November 2011，38f．；Istv6n De6k，Europe OFt Trial The Story of 

Collaboration，Resistance，and Retribution During World War盯 (Boulder，Co1．2015)220；Detlev Brandes，Alena Mfgkov6，Vom 

Osteuropa—Lehrstuhl ins Pmger Rathaus．JosefPfitzner 1901～1945(Praha—Essen 20131． 

② 这24名被告人是：赫尔曼 ·戈林(Hermann G~ring)、鲁道夫 ·赫斯(Rudolf Hel3)、约阿希姆 ·冯 ·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mp)、罗伯特 ·莱伊(Robert Ley)、威廉 ·凯特尔(Wilhelm Keite1)、恩斯特 ·卡尔滕布鲁纳(Ernst Kaltenbrunner)、阿尔弗 

雷德 ·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汉斯 -弗兰克(Hans Frank)、威廉 -弗利克(Wilhelm Frick)、尤利鸟斯 ·施特莱彻 (Julius 

Streicher)、瓦尔特 ·冯克(Walter Funk)、亚 尔马 ·沙赫特(njalmar Schaeht)、古斯塔夫 ·克虏伯 ·冯 ·鲍伦和哈 尔巴赫(Gustav 

Krupp yon Bohlen und Halbach)、卡尔 ·邓尼茨(Karl D~nitz)、埃里希 ·雷德 尔(Erich Raeder)、巴尔杜 ·冯 ·席拉赫(Baldur yon 

Schirach)、弗里茨 ·绍克尔(Fritz Saucke1)、阿尔弗雷德 ·约德尔(Al~ed Jod1)、马丁 ·鲍曼(Martin Bormann)、弗朗茨 ·冯 ·巴本 

(Franz von Papen)、阿图尔 ·赛斯一英夸特(Arthur Seyl~一Inqua~)、阿尔贝特 ·施佩 尔(Albert Speer)、康斯坦丁 ·冯 ·诺伊拉特 

(Konstantin Yon Neurath)与汉斯 ·弗里切(Hans Fritzsc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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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纳粹党的政治领导集团、党卫军(包括保安处)、盖世太保 、冲锋队、总参谋部与国防军最高统 

帅部。有 l2人被判处绞刑(戈林、里宾特洛甫、凯特尔、卡尔滕布鲁纳、罗森堡、弗兰克、弗利克、施 

特莱彻、绍克尔、约德尔、赛斯 一英夸特与鲍曼)；3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赫斯、冯克与雷德尔)；席拉 

赫与施佩尔被判处 20年有期徒刑；诺伊拉特被判处 15年有期徒刑；邓尼茨被判处 l0年有期徒刑； 

沙赫特、巴本与弗里切被无罪释放。 

有一份起诉书如实地指控德国侵略波兰、丹麦、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南斯拉夫、希腊与 

苏联，却忽略了苏联对波兰、芬兰、保加利亚与日本的无端攻击。杀害战俘、夺取和杀害人质在诸多 

罪行中占据突出地位。然而，如果人质的数量不算“太多”，或者没有“进行太多处决”，第三条罪行 

(即战争罪)又可以再度被认定为合法。毋庸讳言，很多苏联、英国、美国和法国的政治家、将校本 

应根据完全相同的罪名予以起诉。其他国家的一些政治家和军官也犯下了类似的罪行。② 国际军 

事法庭的审判结束后，美国又单独主持了一系列后续审判，起诉的主要有：党卫军(行动部队与经 

济行政管理部门)成员、国防军高级指挥官、负责东南欧战场的德军将领、外交部官员、纳粹党骨 

干、企业家(克虏伯康采恩、弗里克康采恩与法本化学工业公司)、医生与人民法庭的法官。苏联在 

1945年 12月至 1946年2月间共起诉 85人，其中有德军高级军官、城市警备司令官与苏德战场后 

方军事占领区指挥官，判决结果多为死刑。1946年，联合国大会重申《纽伦堡宪章》确立的原则。 

1948年，《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郑重声明，种族灭绝制造的“可怕灾难”“无论是在和平时 

期还是战争时期”都是非法的。⑧ 

无论是德国人还是奥地利人，无论是在 1989年冷战结束之前还是之后，都不喜欢由别人提醒 

自己有着怎样的过去。几十年来，“铭记历史 、吸取教训”深刻地影响了德国与奥地利的政治运作 

方式，“直达心理乃至人身层面”。盟军、奥地利新政府还有西德政府都执行“去纳粹化”政策，禁止 

纳粹分子担任重要职务。但是随着冷战的发展，两个奥地利主要政党(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民主 

党)曾试图吸引前纳粹成员参与1949年的选举。美、英、法也需要西德成为自己的盟友。由于缺乏 

替代人选，政府部门、法院和学校重新雇用了前纳粹成员。20世纪 50年代，西德人与奥地利人仍 

然避免讨论希特勒。许多男子刚刚从战俘营返回家园，许多妇女和女童被强奸(仅奥地利估计就 

有 16万人)，许多人流离失所 ，成为孤儿寡妇。德国人和奥地利人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他们不 

能表达自己的心情。许多人受到创伤，却无法谈论他们一生中的关键经历。④ 

1944年9月的美军总参谋部指示方针《德国军政府指示方针》与1944年12月的《德国军政府 

手册》解释了占领统治应如何通过允许和禁止来处置国家社会主义。通过采取“去纳粹化”“去中 

① Der Prozess gegen die Hauptkriegsverbreeher vor dem Internationalen Militargerichtshof，Ntirnberg，14．November 1945— 

1．Oktober 1946(Niirnberg 1947)1．Band，412—414． 

② De6k，Eur@e，194—208． 

③ John B．Allcock，”The 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the Former Yugoslavia，in Charles Ingrao，Thomas A．Emmert 

(eds．)，Confronting the Yugoslav Controversies．A Scholar's Initiative(Washington，D．C．一West Lafayette，Ind．2009)347—389 

④ ”Hitler．What the FUhrer means for Germany today ，in The Economist，19 December 2015，35—37．诺 曼 ·耐马克 (Norman 

M．Naimark)指出：“奥地利人是希特勒最热烈的支持者，也因此在纳粹的军事、政治和经济部门发挥 了关键作用。尽管如此，盟国 

却在 1943年 10月的《莫斯科宣言》中把奥地利指定为纳粹的第一个‘受害者’。”参见 De6k，Europe，xiii。由于许多奥地利人在第 

三帝国扮演了共犯角色，截至 1947年，奥地利法院在盟国的压力下判处42人死刑(其中3O人被处决)，判处 5659人有期徒刑，并 

解雇了总共329133名公务员中的101655名。被剥夺选举权与被选举权的涉案人员数量更多。根据这些数字，很难说奥地利人没 

有为他们的过去承担后果。然而，有一部分战犯和纳粹高官逃到西班牙、阿根廷等国并生存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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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化”“去军事化”与“去垄断化”这四个方面的措施①，逐步实现国家和社会向民主制度的转型。 

根据盟军发布的第一号公告 ，所有立法、行政和司法权都移交给了武装力量最高司令部和(未来 

的)军政府首脑。国家社会主义的法律被废止，国家社会主义时期的所有机构都被关闭。军政府 

的基层派出机构迅速成立，全面覆盖社会各领域：行政、司法、公共安全、财政(包括银行与信托公 

司)、公共卫生与福利事业、食品和农业、经济、就业市场、交通、邮政与通讯、教育与宗教、负责照料 

无家可归者和战俘的机构等等。因为替代人选数量稀少，对全体公职人员进行“去纳粹化”并不容 

易。只有那些在 1945年前被免职或是遭到迫害的人，才可以被“无条件接受”。而那些被判定“元 

条件解雇”的人员都会被解雇且不得再度聘用。还有一些人处在“有条件接受”与“有条件解雇”之 

间，他们必须接受旷日持久的审查。不仅主要战犯必须接受审判，所有与国家社会主义有瓜葛的人 

都必须付出代价。他们或是被监禁，或是被处以职业禁令，或是要缴纳一笔罚金。② 

在纽伦堡审判开启六周之后的1946年1月4日，《南方信使报》(Sudkurier)刊登了一篇题为 

《德国人的控诉》的呼吁文章。这份德国日报创办于康斯坦茨，在文章刊登几天前刚刚获得营业执 

照。《德国人的控诉》一文由《南方信使报》发行人约翰内斯 ·韦尔(Johannes Wey1)策划，总编辑弗 

里茨 ·哈岑多夫(Fritz Harzendorf)起草，构成了一系列文章的序曲。作为纽伦堡审判的补充，这篇 

文章希望揭示：“在盟军的指控之外，我们德国人 自己还应当针对过去的时代进行哪些控诉，当然 

其中一大部分是要控诉我们 自己。”德国人在纽伦堡由于众多原因不能成为控方，因为那些听候审 

判的罪犯主要不是针对德国和德国人实施了犯罪。纽伦堡更多地是提供了一个机会，让人们认识 

到，“国家社会主义是如何并在何种程度上把德国人滥用作犯罪的工具”。“德国人民必须对这样 

的罪行有自己的判断”，不能依赖纽伦堡审判预先作出的判决，“而是应当独立地评价过去 12年间 

国家社会主义统治对德国人民犯下的罪行”。应韦尔的请求参与《德国人的控诉》系列文章撰稿的 

还有卡尔 ·雅斯贝尔斯(Karl Jaspers)与罗曼诺 ·古瓦尔蒂尼(Romano Guardini)两位哲学家，女作 

家理卡达 ·胡赫(Ricarda Huch)、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司法部部长古斯塔夫 ·拉德布鲁赫(Gustav 

Radbruch)、教育学家爱德华 ·斯普朗格(Eduard Spranger)以及巴登 一符腾堡州文化部部长特奥多 

尔 ·豪斯(Theodor HeuB)。③ 

这一批知识分子视“自我净化”为德国人民的中心任务。雅斯贝尔斯于 1945年至 1946年冬季 

学期在海德堡大学有关“罪责问题”的著名授课中讲道：“净化是我们获得政治自由的前提条件。” 

同一时期，挪威作家西格丽德 ·温塞特(Sigrid Undset)在一篇诋毁文章中宣称，对德国人进行“再 

教育”是没有希望的，对此，雅斯贝尔斯回应道，从外部对一个民族进行“再教育”的确是不可能的， 

只有通过自我教育才能实现“再教育”。他强调，只有通过内心悔过与“自我净化”才能从本质上改 

变德国的状况。因此他反对战胜国推广的各种“再教育”理念。在雅斯贝尔斯围绕“罪责问题”进 

行授课的同一时期，胡赫发表了一份评论。她的决绝与当时德国人的伤感 自怜倾向形成了鲜明对 

比。她认为，德国人让那些本不该得到信任的人掌握了政权。他们本应看到那些暴力行为，并为此 

感到胆寒。韦尔与哈岑多夫也指出，纳粹的暴力统治破坏了宪法，这是对国家主权的背叛。因此必 

须把叛国的纳粹分子推上德国法庭，在德国法律的基础上进行审判。④ 

然而，法国占领当局终止了《德国人的控诉》系列专题。法国占领军总司令让 ·德 ·拉特尔 · 

① 四项措施在西方被概括为“4 D’s”，即 Denazification(去纳粹化)，Demilitarization(去军事化)，Decentralization(去 中央 

化)，Decartelization(去垄断化)。 

② 乌塔 ·格哈特(Uta Gerhardt)著，陈琛译：《战后德国的历史反思与再教育》，《抗 日战争研究12014年第3期，第15 5页。 

③ 吴福钢(WolfgangMatthias Schwiedrzik)著，陈琛译：(1946年：德国人的控诉》，《抗 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期，第26—35页。 

④ 吴福铜(WolfgangMatthias Schwiedrzik)：~1946年：德国人的控诉》，《抗 日战争研究》2O14年第3期，第26—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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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 ·塔西尼(Jean de Lattre de Tassigny)将军认为，对待德国人必须严厉，因为德国民众历来是服从 

权威的，所以非采取强硬手段不可。在第一篇文章(后续文章本应继续发表)刊登四周之后，《南方 

信使报》的发行人韦尔与总编辑哈岑多夫被免职，报社的发行人委员会与编辑部被重组，随后该报 

由各政党(共产党、社民党、基督教社会人民党以及后来加入的自由党)的代表接手。① 

美国提出的“再教育”这一文化理念，旨在实现德国人在精神文化层面的社会心理转变。具体 

说来，就是要打破关于德意志民族性的传统神话(例如德国人是不可战胜的“统治种族”)，帮助德 

国人克服偏执的思想观念(例如对种族纯洁性与服从性的推崇)，建立起以强化绩效与首创精神为 

导向的“健康”经济结构。战略服务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制定了“黑名单”与“白名 

单”。后者对反纳粹的德国人士进行了统计。其中有罗伯特 ·格罗舍(Robert Grosche)，他在 1945 

年 3月成为科隆大主教，并很快由教皇推举为红衣主教；还有大学教师兼记者特奥多尔 ·豪斯 

(Theodor Heuss)，他担任帝国议会议员直至 1933年。自1946年，《德国再教育长期政策声明》成 

为德国的美国占领区(巴伐利亚、黑森、符腾堡北部和巴登北部)的官方文化政策。根据这一政策， 

德国人首先要了解如下内容： 

1．国家之间存在双边义务，一国不得奴役他国； 

2．个人的尊严需要得到保障，不能把个人贬损为国家的工具； 

3．全体公民对国家与社会负有责任，每个公民在参与国家事务方面享有同等权利； 

4．真相对法治国家的运行至关重要； 

5．在一国内部推行文化之间和种族之间的宽容对于民主制度意义重大。 

文化与道德的“再教育”旨在为德国成为和平稳定的经济体创造可能性，还要考虑到德国人 自 

尊心的重建与国家统一的重新实现，最终还是要不断激活德国的文化传统，以促进新理念和新机制 

的产生。② 

德国和奥地利的大多数政治家通常在提及纳粹对别国的入侵和占领时十分小心。但是，德意 

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特奥多尔 ·豪斯(Theodor Heuss)早在 1952年就在贝尔根 ·贝尔森集 

中营的纪念仪式上批评了一部分人的观点： 

我们难道对这一切一无所知?我们其实是知道的。⋯⋯我们通过阅读那些新教和天主教 

牧师留下的书信也会了解到发生在德国疗养院的有组织的谋杀。这个国家视人之常情为可笑 

的多愁善感，并且希望在这个问题上“清空桌面”，而这张清空的桌面上布满血迹与骨灰。这 

究竟关系到谁?基督教与市民的传统孕育了我们的想象力，但其中不包括这种冷酷的灭绝行 

径。德国人绝对不能忘记，永远不能忘记他们的同胞在耻辱的岁月里做过的事。③ 

三、德国与奥地利在战后处理难民问题 

有 1300万德意志人生活在中东欧各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与南斯拉夫)， 

其中有大约900万人被驱离原来的家乡，来到新成立的联邦德国定居。截至 1960年，这批人约占 

① 吴福钢(Wolfgang Matthias Sehwiedrzik)：《1946年：德国人的控诉》，《抗 日战争研究》2014年第3期，第26—35页。 

② 乌塔 ·格哈特(Uta Gerhardt)：《战后德国的历史反思与再教育》，《抗日战争．r4[-~}2014年第3期，第l5_25页。 

③ Theodor Heuss，”Diese Scham nimmt UllS niemand ab!“，in Bulletin der Bundesregierung der BRD，No．189，2 December 1952 

130 



阿诺德 ·苏潘 ／德国与奥地利的历史反思 

西德总人口的 18％。巴伐利亚成为 1026355名苏台德德意志人的新家园。奥地利接纳了大约4O 

万名失去家园的德意志人，约占1951年总人口的6％。① 

无论是在德国还是奥地利，本地人对难民并非总是友好。纳粹当局本来似乎很清楚，七年的 

“民族共同体”建设并没有培养出符合预期的高度民族团结。因此，当局印制了传单，向人们解释 

为什么来自东部的德意志同胞会被疏散或驱逐并被安置在当地。一个奥地利警察对一群来 自南斯 

拉夫的难民说，你们应该留在家乡，“俄国人不会吃了你们”。对于被驱逐的斯瓦比亚人来说，奥地 

利和巴伐利亚的高山令人震惊，随后的粮食短缺与食品券制度更是让他们不知所措，这些都是他们 

在家乡不曾见到的。大多数被疏散或驱逐的人不得不住在难民营里，只有一小部分被安置在农场。 

斯瓦比亚人的主要营地在奥地利的上奥地利州、克恩滕州、施泰尔马克州与蒂罗尔州；在德国则是 

在巴伐利亚州与巴登 一符腾堡州。他们的居住环境过度拥挤，食物极为短缺，卫生条件很差，到处 

都是虱子。不过，因为从前的纳粹当局对教育组织一直比较好，所以教育界的情况稍微好一些，例 

如，一部分巴纳特儿童被安置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因此弗尔沙茨教师培训学院就转移到奥地利的 

圣珀尔滕继续运行。二战结束后的头几年，许多来 自从前被德国占领的东欧国家的德意志人被用 

作农业劳动力。1951年以来，他们的工作许可延伸到了手工业与工业领域。1950年至 1951年间 

美国把针对德国的移民配额提高到了一年 5．4万人，才有比较多的斯瓦比亚人移居美国。相对而 

言，移民加拿大更加容易。到了1954年，所有被迫离开东欧故乡迁居奥地利的德意志人都可以选 

择成为奥地利公民。② 

在西德，那些来自东欧的德意志人积极参与政治，很快就建立起一个复杂的组织网络(同乡会 

和被驱逐的德意志人联盟)，以便为他们争取利益。鉴于这一群体的规模与公众影响力，最大的几 

个政党(基民盟 一基社盟、社民党与自民党)还有以联邦总理康拉德 ·阿登纳(Konrad Adenauer)为 

首的联邦政府都给予了他们大量关注。随之而来的社会经济教育政策最终使得绝大多数新移民成 

功地融人了社会。被驱逐者团体也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诉求。与此同时，西德政府出于冷战政策与 

东方政策的广泛需要，对他们加以利用。被驱逐者团体希望政府与各党派拒绝二战后的东部边界 

划分(特别是奥德 一尼斯线)，希望德国对 1937年帝国边界之内的土地有坚决主张。因为他们的 

要求符合西方盟国的有关声明，即在举行和平会议解决领土划分问题之前，奥德河 一尼斯河以东的 

土地只是出于行政 目的被暂时移交给了波兰，因此，被驱逐者在形式上处于强势地位。为了把 

1937年边界之外地区的被驱逐者(例如苏台德德意志人与多瑙德意志人)也包括进来，被驱逐者要 

求获得返回家园的权利(Heimatrecht)与自决权(Selbstbestimmungsrecht)。但是，所有这些抽象的法 

律论证最终都会导向对战后边界划分的修正。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阿登纳很小心地把被驱逐者的 

激进分子排除在了政府的核心权力部门之外。但是，出于冷战的战略考虑，加上为了争夺对被驱逐 

者团体的领导权，西德政府与各主要政党都支持被驱逐者团体的要求。因此，被驱逐者在阿登纳推 

① 根据《波茨坦协定》，1946年大约有 16万名德意志人从奥地利的苏联占领区被驱逐至德国的美国占领区。根据奥地利当 

局 1948年 2月21日的统计，奥地利仍有将近34万名没有入籍的德意志人(139648名多瑙德意志人、113648名苏台德德意志人与 

喀尔巴阡山德意志人、56601名特兰西瓦尼亚撒克逊人与巴纳特斯瓦比亚人、12718名匈牙利德意志人、9530名波兰德意志人，以 

及 5650名个人)。除此之外，奥地利还有 51594名南蒂罗尔人和 24791名“外国”犹太人。参见 Osterreichisches Jahrbuch 1948， 

104—105。 

② Valentin Oberkersch，Die Deutschen in Syrmien，Slawonien，Kroatien und Bosnien．Geschichte einer deutschen Volksgruppe in 

Siidosteuropa(Mtinchen—Stuttgart 1989)476—477；Zoran Janjetovi6，Between Hitler and Tito．The disappearance of the Vojvodina Germans 

(Belgrade 22005)178—95；Brunhilde Scheuringer，Sudetendeutsche Fllichtlinge in OberOsterreich，in：Nationale Frage und Vertreibung der 

Deutschen aus der Tsche~’}~oslowakei．Fakten，Forsehungen，Perspektiven aus dem Abstand VOII 50 Jahren (Mitteilungen des 

Ober5sterreichisehen Landesarchivs 19，Linz 2010)141—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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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其西方政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支持作用。阿登纳的西方政策旨在将联邦德国纳入西方框架。他 

发表言论支持被驱逐者团体追求的目标，表现出自己是一个强硬的国家再统一倡导者，这样他就可 

以更加调动起民众的反共情绪。当美国政策暂时转向讨论奥德 一尼斯线时，克里姆林宫的反应是 

再三重申保卫奥德 一尼斯线的承诺。于是，西德要求恢复失地的言论就为东方阵营的各国政府提 

供了理想的宣传材料。然而，这场冲突又为阿登纳击败好几个来 自东方的统一提案提供了良机。 

1955年 5月，西德正式加入北约。而随着社民党与自民党先后提倡东方政策的各种可替代方案， 

被驱逐者团体一路滑落，施加了广泛的负面影响。冷战结束与德国再统一之后，针对边界划分的修 

正主义早已从德国政治主流中销声匿迹，德国已正式放弃对所有前帝国领土的主张。从前的恐惧 

和紧张大多已经烟消云散，实属幸运。 

四、战后国际形势与德奥两国的反省过程 

1945年，苏联红军在奥地利东部的所作所为是灾难性的。民众一直生活在恐惧中，他们害怕 

被绑架或被流放。这些可怕的经历终于随着 1955年 5月签订的《奥地利国家条约》成为过去。 

1955年 10月，苏军撤离奥地利。古拉格与战俘营的最后一批奥地利幸存者，还有那些被内务部与 

克格勃绑架的奥地利人(他们被指控参与了二战后的反苏行动)得以返家。奥地利东部的命运不 

同于其东侧邻国，它没有经历斯大林化与苏联化的过程。因此，斯大林主义不曾成为集体记忆的核 

心。回到20世纪 30年代与40年代，公众的关注焦点是国家社会主义与希特勒。“俄国人”一走， 

国家就把精力投向那些需要优先处理的问题了，人们不再关注斯大林主义的过去。1955年后唯一 

需要继续讨论的相关议题就是苏联全面接收苏占区的“德国资产”以及随后的赎买。奥地利的中 

立是一个权宜之计，这是同赫鲁晓夫与勃列 日涅夫政权和平共存的基础。② 

不同于奥地利，西德在 20世纪 60年代初进入一个历史反思的新阶段。在此之前，以色列的情 

报部门在阿根廷捕获了前党卫军上校、大屠杀的主要负责人之一艾希曼。他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 

后被处以极刑。自1963年起，22名前党卫军成员因其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犯下的罪行在法兰克福 

被送上法庭。于是，年轻人在家里和校园里造反，指控他们的父母和教授是纳粹的同谋。精神分析 

学家亚历山大 ·米切尔利希 (Alexander Mitscherlich)与玛格丽特 ·米切尔利希 (Margarete 

Mitscherlich)夫妇在 1967年出版了著作《无力悲伤》。他们认为，德国人陷入了持续的道德与心理 

危机。同一时期，奥地利还在为 1965年的博洛达柯维茨事件与 1975年的彼得 一维森塔尔事件争 

论不休⑧；东德则接受了一个假象，认为自己是正义的共产主义者，当年一直在与“法西斯主义者” 

作斗争；而西德逐步接受了自己的罪责并将其公之于众。因此，西德与东德的历史反思有所不同。 

① Pertti Ahonen，”The Expellees as a Tool of West German Cold War Politics in the Adenauer Era“，1949—1963，Paper prepared 

for the Workshop ”Prelude to Homogeneity：Ethnic and National Conflicts in the Wake of World War II in Europe“
．
Institut nir die 

Wissenschaft vom Menschen，Vienna，16—17，January 1998；Hans—Ulrich Wehler，Deutsche Gesellschafisgeschichte 1949—1990，5．Bd．： 

Bundesrepublik und DDR 1949—1990(Miinchen 2008)35f． 

② Wolfgang Mueller，A Good Example ofPeaceful Coexistence?The Soviet Union，Austria，and Neutrality 1955—1991(Wien 2011) 

2O一29． 

⑧ 塔拉斯 ·博洛达柯维茨(Taras Borodajkewycz)在 1943年至 1945年间担任布拉格大学东南欧现代史副教授。20世纪6O 

年代初，他在维也纳世界贸易大学(维也纳经济大学的前身)担任教授期间频频发表反犹言论，引发 了1965年的大规模学生抗议 

示威游行(1人死亡)。事后，博洛达柯维茨不得不提前退休。20世纪70年代初，西蒙 ·维森塔尔(Simon Wiesentha1)指控前党卫 

军上尉、时任奥地利自由党主席弗里德里希 ·彼得(Friedrich Peter)犯有战争罪。但是，自由党和社民党籍的奥地利总理布鲁诺 · 

克赖斯基(Bruno Kreisky)都为彼得辩护。克赖斯基拥有犹太血统。 

】32 



 

堂德·苏潘／德国与奥地利的历史反思 

在西德 ，伴随着 1968年学生运动与联邦总理维利 ·勃兰特(Willy Brandt)的新东方政策，人们对国 

家社会主义的反省力度非但没有减弱，反而逐渐加强。毕竟 ，西德民众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达成如下 

共识 ： 

1．第三帝国已经彻底崩溃； 

2．第三帝国的崩溃是不可避免的，这不是第三帝国的居民所能决定的，而是外力造成的 

结果； 

3．国家社会主义的恐怖统治道德沦丧，作恶多端是显而易见的。① 

1979年，西德与奥地利播放了由马文 ·J．乔姆斯基(Marvin J．Chomsky)执导的美国电视连续 

剧《大屠杀》(Holocaust)。两国民众深受震撼，进入了新一轮的灵魂探索。1985年，克劳德 ·朗兹 

曼(Claude Lanzman)执导的电影《大屠杀》(Shoah)加深了人们对罪责的讨论。早在20世纪 50年 

代，以联邦总理阿登纳为首的西德政府就决定向以色列支付50亿美元的赔偿金。从20世纪50— 

70年代，西德政府还以不同的法律名义向南斯拉夫支付了赔偿金。② 在 1954年与西方盟国签订的 

《过渡协议》中，波恩政府被迫放弃向盟国索赔的权利。根据1955年的《奥地利国家条约》，奥地利 

同样不得不放弃一切向盟国索赔的权利，包括放弃 1938年前在南斯拉夫的奥地利资产(24000公 

顷农田和林地、工业和手工业企业、房屋和公寓、银行结余、保险单、酒店、诊所、律师事务所、专利和 

交通工具等)。在 1953年伦敦的一次大型会议上，德意志帝国的债权国免除了西德大量外债(一 

战后 1090亿金马克的赔款与二战期间征用的900亿帝国马克)，以帮助其实现“经济奇迹”。战争 

赔款推迟到了未来签署和平条约之时。尽管如此，根据政府统计 ，西德在战后的岁月里还是支付了 

大量赔偿金，总额达 710亿欧元。联邦总理路德维希 ·艾哈德(Ludwig Erhard)在 20世纪60年代 

表示，德国一旦实现再统一，就马上偿还欠款。1990年，两个德国同二战的四个战胜国(美、苏、英、 

法)签署了《2加4条约》，就德国统一达成共识。联邦总理赫尔穆特 ·科尔(Helmut Koh1)与外交 

部部长汉斯一迪特里希 ·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故意避免把这个《2加4条约》称作和平条 

约。这有助于转移话题 ，弱化那些建议同时处理赔款问题的声音。不过人们普遍认为这个问题已 

经过期了。2012年，海牙国际法院支持了德国，理由是一国政府对个人通过外国法院提起的诉讼 

享有豁免权。③ 

1990年以后，在德国和奥地利的一些政治与国际法讨论中，特别是在波兰、捷克与斯洛文尼亚 

申请加入欧盟时，出自20世纪5O年代条约的不少条款都被遗忘了。即使是欧盟的专家也没能澄 

清被驱逐者团体提出的要求所带来的问题。但在2004年8月 1日，联邦总理格哈特 ·施罗德 

(Gerhard SchrSder)在波兰华沙起义 60周年纪念仪式上表示，德国没有忘记 1954年的义务(1990 

年更新)。④ 奥地利总理沃尔夫冈 ·许塞尔(Wolfgang Schtisse1)也在维也纳确认了《奥地利国家条 

① Hermann Ltlbbe，”Der Nationalsozialismus“，579—599；，，Hitler，in The Economist，19 December 2015，36． 

② 贝尔格莱德日报《晚间新闻》(Ve~emji Novosti)在 1990年仍然宣称，南斯拉夫的战争损失按照 1946年巴黎赔偿会议的估 

算为460亿美元。参见 Report ofthe Austrian Charg6 d'Affaires Kotschy to the Federal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Belgrade，8 May 1990， 

(3StA，AdR，BMAA，II Pol 1990，card 5。 

③ Albrecht Ritschl，，，Reparations，Deficits，and Debt Default：the Great Depression in Germany ，http：／／www．1se．ac．uk／ 

economieHistory／／workingPapers／2012／WP163．pdf；Timothy Guinnae．，t Financial Vergangenheitsbew~ihigung；WWW．econ．yale．edu／ 

growth? pdf／cdp880．pdf；，，Germ any，Greece and history：Pointingfingers in Th e Economist，21 March 2015，21—22． 

④ 科尔政府在 1990年9月不得不与美国、英国和法国通过特别备注重申了1954年协议中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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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规定的义务。它一直持续到 2000年 12月24日许塞尔政府(因人民党与极右翼的自由党联合 

执政受到国际社会批评)签署《华盛顿协议》，针对奥地利的纳粹受害者制定了赔偿条例。① 

1975年 8月 1 El，美国、加拿大还有除阿尔巴尼亚之外的所有欧洲国家共 35国领导人在欧洲 

安全与合作会议上签署了《赫尔辛基协定》，声明欧洲边界不可侵犯并针对人权、安全与合作的重 

大原则达成共识。但是，围绕 1914年以来的欧洲历史记忆，各国之间的差异远比共同点要多。尽 

管这种分歧也存在于意大利和南斯拉夫之间，两国还是在1975年10月1日签署了《奥西莫条约》， 

最终解决了意大利和南斯拉夫的边界问题。令人惊讶的是，1977年 1月6日至7日，联邦德国与 

罗马尼亚就特兰西瓦尼亚撒克逊人和巴纳特斯瓦比亚人的家庭团聚达成协议。在西德根据每个移 

民的受教育程度支付了一笔款项之后，37万名德意志人从罗马尼亚迁至德国。1978年初，华盛顿 

将美军于 1945年5月在上奥地利截获的匈牙利圣斯蒂芬王冠归还布达佩斯。1978年 lO月当选的 

教皇约翰 ·保罗二世是波兰裔，本名卡罗尔 ·约泽夫 ·沃伊蒂瓦(Karol J6zef Wojty~a)，他曾任克拉 

科夫大主教。1979年6月，约翰 ·保罗二世第一次访问波兰时，为波兰和整个中东欧带来了很多 

回忆。然而，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在 1981年 12月 13 13还是遭到了镇压。波兰总理、波兰统一工人 

党领导人沃依切赫 ·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颁布戒严令并逮捕了一批团结工会人士。 

但是，团结工会领导人莱赫 ·瓦文萨(Lech Wa~sa)在 1983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② 

1985年 5月 8 Et，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周年之际，七国集团首脑郑重声明：“我们强烈谴 

责欧洲的分裂。”联邦德国总统理查德 ·冯 ·魏茨泽克(Richard von Weizs~tcker)在同一天发表主旨 

演讲。他坚信 ，在德国投降40年之后，德国人应当以最大的诚意面对他们的罪责与自我毁灭。只 

有这样他们才能理解，德国的战败崩溃之 日就是他们获得“解放”的时刻。他在演讲中表示，犯下 

罪行的或许是一小部分人，“但是每个德国人都 目睹了犹太人的遭遇”。魏茨泽克的父亲曾担任希 

特勒的国务秘书。他的观点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不过，后来成为“德国再统一”代言人的并 

不是魏茨泽克总统，而是联邦总理赫尔穆特 ·科尔(Helmut Koh1)。⑧ 

科尔总理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 ，他在20世纪 8O年代大力主导了两个宏伟的面子工程——位 

于波恩的联邦德国历史博物馆(Haus der Geschichte der Bundesrepublik Deutschland)与位于柏林的 

德国历史博物馆(Deutsches Historisches Museum)。同一时期，科尔总理的政治顾问、历史学家米夏 

埃尔 ·施蒂默尔(Michael Sttirmer)撰文指出，在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家”，谁能够“填充记忆、创造概 

念并解释过去”，谁就能够赢得未来。哲学家于尔根 ·哈贝马斯(Jfirgen Habermas)对此反应强烈， 

他在1986年7月11日的《时代周报》(Die Zeit)上撰文批评了包括施蒂默尔在内的--~tt“新保守主 

义历史学家”。他认为，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是在策划一场知识界的反革命。哈贝马斯的观点代 

表了“历史学家之争”的自由主义左翼一方。“历史学家之争”的焦点有两个：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 

是否具有独一无二性?纳粹政权的罪行与苏联布尔什维克的罪行有没有可比性?但在政治历史学 

家卡尔 ·迪特里希 ·布拉赫(Karl Dietrich Bracher)看来，这场冲突主要是围绕意识形态与政治，从 

学术的角度看，并没有产生什么新内容。⑧ 1986年春天又发生了一起争论，与上述“历史学家之 

① 奥地利共和国未来基金(Zukunflsfonds der Republik Osterreieh)。 

② Michael Gehler，Arnold Suppan，-，Chmnolo~ ，in：Wolfgang Mueller，Michael Gehler，Arnold Suppan(eds．)，The Revolutions 

of1989：A Handbook(Wien 2015)605—607． 

③ ”Germany’s liberator，in The Economist，14 February 2015，78；Gehler，Suppan，，，Chronology“，608． 

④ Carsten Kretschmann，，tStudierte Ekel Alfred in K6ln Geschichte?“，in 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19 July 2016，6； 

cf．”Historikerstreit“
． 历史学家克里斯蒂安 ·梅耶尔(Christian Meier)试图居间调解：“现在我们迫切须要付出一切努力，去理解我们 

的祖父母和父母的行为中那些可以理解的部分。对于我们的过去，我们不仅要加以谴责，还要尝试着去理解。”(第56_5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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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没有直接联系。它事关前联合国秘书长库尔特 ·瓦尔德海姆(Kurt Waldheim)在第三帝国时期 

的所作所为。瓦尔德海姆当时是奥地利总统候选人。正好在这个时候有媒体披露，瓦尔德海姆二 

战期间在巴尔干地区任德军中尉，主要驻扎在希腊的塞萨洛尼基。令人惊讶的是，无论是国际专家 

还是公共媒体都没能在这样的紧要关头帮助人们更清楚地了解瓦尔德海姆的过去，再加上瓦尔德 

海姆本人始终保持沉默，他最终成功当选为奥地利总统。① 

由于戈尔巴乔夫推行“重组与公开化”政策，1987年 3月 5日至6日在布达佩斯议会举行了一 

次历史学家国际会议，还举办了一个匈牙利德意志人 300年历史展览，其中展出了 1945年至 1946 

年间把 2O多万德意志人从匈牙利驱逐至德国南部的文件和照片。在一次十月革命 70周年纪念活 

动中，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谴责了斯大林的遗产。1988年 1月，奥地利外交部针对戈尔巴乔夫 

的政策对苏联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影响作出如下判断：伴随着苏联对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有了更 

深的理解，新的多元意见涌现出来。每个国家都应在一定的范围内寻求一种符合本国国情与历史 

传统的经济社会改革方式。1988年 7月 28日，在莫斯科、基辅和其他一些城市举行了“基辅罗斯 

受洗 日”1000周年纪念活动。许多古老的教堂和修道院重新开放。当然，共产党的领导应该保持 

下去。后来在布拉格发生了示威游行以纪念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后的大学生抗议自焚 

事件 20周年。游行随即遭到警察镇压。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匈牙利在 1989年 5月 2日开始拆除 

与奥地利交界的“铁幕”。1989年 6月，奥地利人热烈欢迎奥、匈两国外交部长阿洛伊斯 ·莫克 

(Alois Mock)与久洛 -霍恩(Gyula Hom)在两国交界处象征性地剪断了东西欧之间的隔离网。② 

五、冷战结束后的新形势 

1989年6月 12 Et至 15日，戈尔巴乔夫在波恩进行国事访问时同意科尔提出的“理解、信任与 

伙伴关系是睦邻关系与实现和解的基础”。出乎人们意料，1990年两德统一之后，德国公众对国家 

社会主义时期更加感兴趣了。20世纪9O年代，《明镜周刊》(Der Spiege1)共有 16期封面以希特勒 

为主题。国防军的罪行(Verbrechen der Wehrmacht)展览也引发了大量的讨论。该展览揭露，参与 

大屠杀的不仅是党卫军，还有普通的德军士兵。20世纪90年代以来，德国电视台的历史频道几乎 

每晚都播放有关希特勒的纪录片，涉及他最后的日子，他的亲信、情妇、银质餐具还有德国牧羊犬布 

隆迪等等。在希特勒生前，只有德国的敌人讽刺他，例如查理 ·卓别林(Charlie Chaplin)在 1940年 

拍摄的电影《大独裁者》。但在 1998年，漫画家瓦尔特 ·莫尔斯(Walter Moers)成为第一个讽刺希 

特勒的德国人，他的连环画作品《纳粹猪阿道夫》(Adolf，die Nazi—Sau)红极一时。以希特勒为主人 

公的最新畅销书是蒂穆尔 ·韦尔梅斯(Timur Vermes)创作的《他回来了》(西 ist wieder da)，该书改 

编的电影已经上映。书中的希特勒在他的旧地堡附近醒来，发现 自己穿越到了今天的柏林。他先 

是不知所措，接着就让每个遇见他的人印象深刻。随后他以喜剧演员的身份迅速赢得了大量人气。 

人们认为他演技高超，以独特的方式巧妙地批评了当代媒体文化。然而，对于德国年轻人来说，希 

① Gerhard Botz，，，0sterreich und die NS—Vergangenheit“，in：Dan Diner(Hg．)，Ist der Nationalsozialismus Geschichte?Zu 

Historisierung und Historikerstreit(Frankfurt am Main 1987)140—152；Amold Suppan，Hitler—Bene#-Tita Ko ikt，Krieg und Vi~lkermord 

Ostmittel—und S~tosteuropa r Wien 22014)1701f． 

② Archie Brown，The Gorbachev Factor(Oxford 1996)；BMAA，Politische Sektion／Ostabteilung(Envoy Sucharipa)，Vienna，28 

January 1988，BMEIA，DB Bonn，RES一1988(1—2)，card 55；Gehler，Suppan，”Chronology“，609—613；c￡Wendelin Hambuch 

(Hg．)，300 Jahre Zusammenleben-Aus der Geschichte der Ungarndeutschen，2 Bde．(Budapest 1988)．与此同时，在26万讲德语的罗马 

尼亚人中有 2／3希望离开家乡前往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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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勒十分怪异，他已经属于遥远的过去。2015年舆观调查网(YouGov)的一份民意调查要求德国 

人指出那些与德国紧密相关的人或事物。他们首先提到了大众汽车，然后是歌德和联邦总理默克 

尔，接下来是德国国歌(其旋律由奥地利作曲家海顿于 1797年完成)、国家足球队以及前总理勃兰 

特。希特勒仅以25％的得票率排名第七。① 

1989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也在很多中东欧国家(曾经由哈布斯堡王朝统治)唤起了一种 

有关奥匈帝国与皇帝弗朗茨 ·约瑟夫(Franz Josef)的怀旧情绪。1989年8月 19 Et，以奥托 ·冯 · 

哈布斯堡(Otto yon Habsburg)为名誉主席的国际泛欧联盟(Paneuropean Union)在靠近奥地利边境 

的匈牙利小镇索普朗组织了一次跨国野餐，超过 660名在匈牙利度假的东德公民利用这个机会逃 

到了西德。许多目睹这一切的奥地利布尔根兰州居民对此报以热烈掌声。1989年 9月 1 1日午夜 

过后，数万名东德公民得到匈牙利政府的允许，开着东德制造的小汽车穿越奥地利前往西德。数千 

名奥地利人夹道相送。当时，没有人知道联邦总理科尔已经同匈牙利总理米克洛什 ·内梅特 

(Mikl6s N6meth)达成秘密协议。两人还知会了莫斯科，得到了戈尔巴乔夫与总理尼古拉 ·雷日科 

夫(Nikolai Ryzhkov)的支持保证。苏共中央委员亚历山大 ·雅科夫列夫(Alexander Jakovlev)后来 

证实，克里姆林宫一直通过克格勃全面掌握情况。奥地利外交部正确地认识到，5万名东德公民的 

逃亡“宣告了体制的崩塌”。同一年秋天，奥托 ·冯 ·哈布斯堡回到布达佩斯会见匈牙利议会的成 

员，受到了热烈欢迎，有些人甚至泪流满面。欧美政治家和记者在比较哈布斯堡王朝与 20世纪 90 

年代中东欧的混乱局面时，常把前者作为超国家组织(如欧盟)的正面榜样。但是，所有的中东欧 

国家在2004年至2013年间陆续加入欧盟，再加上若干次政治和金融危机的影响，那种怀旧情绪已 

经消失了 ② 

[作者阿诺德 ·苏潘，奥地利科学院院士，原奥地利科学院副院长，原维也纳大学东欧历史研 

究所教授；译者陈琛，奥地利维也纳大学汉学系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高莹莹) 

① 1995年第一届 国防军的罪行展览 因为若干错误 (涉及 照片等)不得 不进行 了更正。参 见 Hamburger Institut far 

Sozialforschung，Verbrechen der Wehrmacht；，，Hitler“
， in The Economist，19 December 2015，36。 

② BMAA，Politische Sektion／Ostabteilung(Envoy Sucharipa)，Vienna，12 October 1989，BMEIA， Berlin(Ost)RES一1989 

(1—10)，card 24；Gehler，Suppan，”Chronology“，612—617；Andreas Oplatka，Der erste Rift in der Mauer．September 1989一Ungarn 

Offnet die Grenze(Wien 2009)．1989年 9月30日，在布拉格与华沙的西德使馆避难的大约7000名东德公民获准乘坐火车穿越东德 

移居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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